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中的三大流派和三大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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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十分丰富和庞杂，但是其发展线索还是非常清晰的。从类别上，可以将其划分为三大流派，即中国传统金融思想、西方金融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说。这三大流派在研究的视野、研究的重点、研究的方法、认识的层次上存在差异，因此，三大流派学术地位和发展趋势也不同。此外，从内容来考察，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在不同时期存在着相对集中的主题。纵观整个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发展过程，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主要围绕三大主题而展开的：金属本位制、纸币制度、反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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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1912-1949）是一个社会急剧变革的转型时期，也是各种矛盾和冲突不断的时期，内有新旧政治体制（君主制与资产阶级共和制）、新旧军事派别（大大小小的新旧军阀）以及新旧思想（传统的纲常伦理与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平等思想）的矛盾，外有东西文化（西学东渐）、强敌入侵（日本的侵略）的冲突。这些矛盾和冲突一方面引起社会的动荡不安，另一方面也激起仁人志士救亡图存的豪情，他们以庄重的责任感和学术良知，以自己所从事的学术事业来救国救民，从而导致学术主体理性的极度张扬，开创了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新时期。就民国金融思想而论，学者们以一种崇高的使命感来研究中国和世界的货币金融理论，围绕着如何建立一个独立的有利于中国民族工商业发展的货币制度和金融体系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无论是研究视野，还是研究的深度，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都达到了中国近代史上的最高峰。然而，长期以来由于意识形态的障碍和民国时期史料整理的困难，民国金融思想的研究成为了中国金融思想史研究的“塌陷区”。直到近几年，民国金融思想的研究才开始快速发展，并取得了一些专题性的研究成果。笔者在整理几年来所收集的史料和参阅其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谈一些粗略的看法。

一、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三大流派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货币、使用货币的国家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纸币的国家。它有着丰富的内生的金融思想。但是，明中叶以后，中国传统的金融思想则开始了由盛而衰的转变。直到民国时期，中国的金融思想才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其显著特点是著述兴盛、流派纷呈：既有中国古老货币金融观点的余音绕梁，又有西方最新学说的引进；既有最科学最激进的货币金融理论见解，又有异想天开、荒诞无稽的观点、主张。但是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基本流派可归结为三：中国传统的金融思想、西方金融理论、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说。这三大流派既共生共存，又相互论争。由于三大流派在研究的视野、研究的重点、研究的方法、认识的层次上存在差异，因而三大流派论争整合的结果也出现了差异：中国传统的金融思想日渐式微；西方的金融理论迅猛发展，而且，在民国时期，西方金融理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成为金融思想领域的显学；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说也得到广泛传播，并且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其鲜明的批判方式而使马克思主义金融学说日渐兴盛。        

1.中国传统的金融思想的式微
从公元前6世纪末单旗反对周景王铸大钱废轻钱的言论算起，直至近代始，均属中国传统金融思想。这两千多年内生的金融思想，不仅内容丰富，而且，直到明中叶以前，许多方面的认识和见解均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如先秦《管子》的货币数量论
、西汉贾谊的“法钱”概念、东晋鲁褒的货币拜物主义、北宋沈括的货币流通速度论、元代叶李的不兑换纸币条例等。但是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研究的视野比较狭窄。在纸币出现以前，人们议论比较多的问题：一是货币的起源、本质、职能以及货币数量对商品价格的影响等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二是关于货币铸造权的归宿以及货币贬损的后果等金融实践问题。纸币产生以后，人们讨论的最多的问题则是纸币的发行准备、纸币的发行数量以及纸币流通的管理问题。到民国时期，由于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外国资本主义的金融掠夺，中国金融领域面临的主要矛盾是金融秩序混乱和金融动荡，特别是中国落后的货币制度既不能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又不能促进民族经济的振兴和发展。而这些问题是中国传统金融思想没有论及的，也没有可以效法的成规。因此，中国传统金融思想所研究的问题由此慢慢淡出人们的研究视野，人们开始从西方的金融理论中寻找解决方案，并致力于货币制度的研究。中国传统金融思想只是在少数人的思想中还得到了反映，其中以孙中山最为典型。

孙中山是民国时期思考货币金融理论问题比较多的人，而他的金融思想基本上是渊源于中国传统金融思想。比如，在货币起源问题上，孙中山说：“货物有大小长短轻重的不同，所费的人工便有多少的不同……货物的价值有多有少，不能彼此恰恰相等，彼此往来交易，必然生出许多争论，许多麻烦。……后来有个聪明人，发明钱这个东西出来，就学术上的文话说，作百货的“中准”，就浅近的俗话说，作交易的“媒介”，于是所费人工的多少不同，生出来的价值高低的分割，彼此交易不能恰恰报酬满足各人的欲望及无谓的纷争计算，种种困难都可一扫而除之。”
这里孙中山把货币的起源一是归结为物物交换的困难，二是归结于聪明人的主观创造。中国传统的货币起源论是由唯心主义的“先王造币”说和形而上学的“物物交换困难”说共同构建的。但是以“先王造币”说为主导，孙中山的货币起源论实际上是两种起源说的融合体，这与北宋李觏十分相似。当然也不是李觏思想的简单重复，而是注入了朴素劳动价值论的因素。在货币的本质问题上，孙中山也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名目主义的观点，把货币看作是没有价值的“泥沙”，货币只是简单的符号，是货财的代表。他说：“金钱本无能力，金钱之能力乃由货物之买卖而生也。倘无货物，则金钱等于泥沙矣。倘有货物，而无买卖之事，则金钱亦无力量也。”
而早在唐代，白居易就说：“毕竟金与银，何殊泥与尘？”
孙中山的金融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他的钱币革命论，即实行纸币制度。他的这一主张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从他主张钱币革命的最初动机来看，也是为了缓解政府的财政危机，这与纸币产生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的发行目的如出一辙。

由于孙中山在中国的领袖地位，他的金融思想在其追随者
中产生了较大影响，从而使中国传统金融思想得以传承，成为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与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的鼎盛时期和移植而来的西方金融理论的兴盛相比，却不可同日而语，呈江河日下之势。

2.西方金融思想的兴盛

西方的经济理论在洋务运动时期开始由传教士引入中国，当时比较有代表性且论及货币问题的经济学著作：一是英国经济学家福西特（H.Farcett）的《政治经济学提要》（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1863年版），中文译名为《富国策》，光绪六年（1880年）出版；二是边际效用学派的创始人杰文斯（W·S·Jevons）的《政治经济学入门》（Primer of Political Economy），此书由英国传教士J·Edkins翻译，中文译名为《富国养民策》，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版。《富国策》和《富国养民策》中均论及了货币问题，但是论述的重点问题只是货币的起源、本质、货币的价值决定以及货币数量与物价的关系等货币金融基本理论问题，而关于金融实践的理论分析很少。而且，此时的西方货币理论还没有为国人接受，国人仍然用中国传统的话语体系来分析中国的实践。但这种状况在民国以后得到了根本改变，具体表现为：

其一，著述兴盛。一批具有留洋背景的学者积极传播西方的金融理论，他们或是翻译或是编写了许多介绍西方金融理论的著作。据统计在五四运动前的40年间，有关西方经济学说的著作不超过10本，而1919～1949年间，有关货币学说的著作则达到180部
。

其二，视野开阔。此时对西方金融理论的介绍不仅有货币金融的基本理论，如货币的起源、本质、货币的价值决定等，以及当时在货币理论研究中处于前沿的费雪的现金交易说、剑桥学派的现金余额说等西方传统货币数量学说；还包括西方金融实践的分析，如金属本位制、银行信用、货币法偿、中外金融关系等中国古代金融思想从未涉及或语焉不详的问题。其视野开阔还表现为涉猎的西方学者众多：从古典政治经济学派的斯密、李嘉图，一直到卡塞尔、马歇尔、凯恩斯等。只要是当时在西方盛行的金融货币理论，在中国都得到了介绍。

其三，洋为中用。西方金融理论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不是被教条式的摘抄过来，而是不断地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不断地洋为中用、本土化的过程。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国内的学者们利用西方金融理论来分析、解决中国金融矛盾，用理论来指导政府的决策。比如，针对民国时期币制落后、币值不稳、流通手段混乱的状况，理论界开展了两次关于币制改革的大讨论：一次是北洋政府时期，另一次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第一次讨论的结果是《国币条例》的颁布，宣布中国实施银本位制（实际上并未实行），并在随后的讨论中不断修正该条例。第二次讨论的结果是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的实施。此外如中央银行的设立以及银行体系的建设等金融实践活动，也是以西方的金融理论为指导而展开的。另一方面，西方的学者也参与了中国的金融改革。比如荷兰人卫斯林（G.Vissering）于1912年写的《中国币制改革刍议》、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甘末尔（E.W.Kemmerer）于1929向财政部长宋子文提交的《中国逐渐采行金本位制法草案》等。这些事实表明西方的金融理论已成为了政府金融改革决策的主要理论依据。

其四，大胆创新。中国的学者不仅学习、传播西方的金融理论，而且根据他们自身的理解和中国的实际对西方的金融理论进行修正，如寿勉成的科学银元本位制、刘振东的有限银本位论等就是对传统银本位制的修正。再如姚庆三、樊弘对费雪的货币数量说提出的修正意见，马寅初对凯恩斯“现金余额标准”提出的三点异议，刘涤源的货币相对数量说等。尽管这些修正意见不一定正确，但是反映了中国学者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

总之，西方金融理论在民国时期是达到十分兴盛的境地，成为主流的学说，乃至成为政府决策的理论依据。

3.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以前，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只是初步的传播，而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包括它的货币金融理论才在中国得以迅速普及。纵观整个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的传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30年代末以前。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货币理论最初是通过日本、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译著进行传播。但是，到20世纪30年代以后，则转向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自著传播，其中最大亮点在于：20世纪30年代初李达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系统的马克思主义货币学著作；20世纪30年代末王亚南、郭大力的《资本论》三卷全译本问世。在第一阶段，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货币基本原理，而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分析中国实际问题的较少。第二阶段是20世纪40年代始。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货币理论更多地是通过自著传播，对马克思主义货币基本原理的传播更系统、更准确、更全面，而且，这时已经把货币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对待，而不是看作是经济学的一部分。同时，学者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批判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学说，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的货币起源论、名目主义和金属主义的货币本质论、早期的和传统的货币数量论等，彰显了马克思主义鲜明的批判特色。而且，正是在这种批判中，使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得到广泛传播。更重要是学者们开始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来分析中国的金融问题。

值得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货币金融理论与它的经济学一样，注重的是对金融问题的本质分析，在具体的金融实践中只是作为一种原则要求，而不具有直接的操作性。因此，马克思主义货币金融理论在民国时期尽管得到了广泛传播，而且也用来分析中国的现实问题，但是对当时政府的决策并未发挥指导作用，更多的是对政府决策的批判和金融问题的揭露。

             二、民国金融思想的三大主题

金融思想是人们对货币金融问题的一种认识和评价,以及基于某种认识而提出的政策主张。随着时序的变化，金融领域的问题和矛盾将会改变，而反映这些矛盾、解决这些问题的金融思想也会发生变化。但是，在某一阶段，人们总是围绕最突出的金融问题来展开讨论，因此，某一阶段金融思想的主题也相对集中。纵观整个民国时期金融思想的发展过程，尽管其研究的领域十分广阔，思想内容十分丰富，但不同时期还是有相对集中的主题。笔者认为，民国时期的金融思想主要围绕三大主题而展开的：金属本位制、纸币制度、反通货膨胀。
1.金属本位制的主题

民国初期是中国货币制度十分混乱的时期：各地滥发纸币、银角和铜元，全国的货币流通体系十分混乱，而且币值不稳。为此，人们开始了民国时期的第一次币制改革的大讨论，讨论的中心是：在世界各国普遍实行金本位制而中国已经形成用银传统的条件下，中国应该采取何种金属本位制。围绕这一中心，社会各界提出了形形色色的币制改革方案，既有历史上已经实践过的金属本位制方案，也有对传统本位制进行改良的方案。归纳起来主要有银本位制（以梁士诒、徐荣光、李芳等为代表）、金银复本位制（以卫斯林、刘冕执
、诸青来等人为代表）、金本位制（以黄遵楷、俞寰澄等为代表）。

这次讨论取得的初步成果是：1914年2月8日，北洋政府颁布《国币条例》和《国币条例施行细则》，正式宣布中国实行银本位制
。但是，这次讨论并不因为《国币条例》颁布而宣告结束，讨论仍在继续。《国币条例》颁布后不久就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1915年1月，财政部再设币制委员会。1915年8月，币制委员会拟定《修正国币条例草案》，主要是增加了铸金币的内容，准备将来过渡到金本位制。1917年12月，为了向日本进行币制借款，段祺瑞政府还颁布了《金券条例》，由于全国人民的反对和美、英、法等国的抗议，终于被取消。从最终结果看，《国币条例》及其修正草案均未实行，银两制度并未取消，银本位制也并未实行。但是人们提出的各种改革方案的过程则是中国传统金融思想的回归和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广泛传播的过程，从而该时期成为民国时期金融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2.纸币制度的主题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但在1929年就爆发了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的直接后果就是各国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并实行通货贬值政策。加上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及1932年的长江流域大水灾，使中国也陷入经济危机中。南京国民政府原计划在1929年7月1日实行废两改元，因政府财力有限，没有成功。1932年上半年，内地白银大量涌进上海，6月，上海洋厘（银元的银两价格）跌倒6钱8分8厘半，创两元并用以来的最低纪录。银元因此被大量熔毁，在社会各阶层的强烈要求下，国民政府于1933年4月5日宣布全国废两改元。废两改元是中国币制史上的一大进步，它结束了我国流行了400多年的银两制度，金属称量货币彻底退出我国的流通领域。它也标志着中国实现了银本位制度。但是，废两改元后不久，就遭遇了新的货币制度危机，其原因在于遭受了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后，世界白银价格暴跌，这对美国这样的产银大国的经济不利，而对用银大国--中国有利，于是，美国于1934年6月19日通过了《白银法案》，大量收购白银。中国政府虽然采取种种措施，仍不能阻止白银外流，导致国内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导致了1934—1935年严重的金融危机。

中国银本位制的崩溃和法币政策的实行既是这次危机的直接后果，也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所展开的民国时期第二次关于币制改革大讨论的结果。这次大讨论是清末、民初两次币制改革大讨论的继续，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既有已经讨论过的金属本位制方案；还有对传统本位制进行矫正而实际上是最终实行纸币制度的方案；更有形形色色的实物本位制方案方以及新提出的发行布兑现纸币实行通货管理的方案。尽管提出的方案众多，但基本的倾向是实行纸币制度。

民国时期实行纸币制度的思想发端于孙中山的钱币革命论，其追随者朱执信、廖仲恺对钱币革命论作出了新的认识。但是，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关于纸币制度的议论成了中心话题。首先是在废两改元尚在讨论和准备施行之中，寿勉成、刘振东、李权时等人已开始讨论实行不兑现纸币制度，他们认为银本位制只是一个过渡阶段，理想的货币制度则是行用纸币： “以为人类币制文明的极点，当然公推纸币本位。不过纸币本位是要等到极远的将来才能实现的。”
其次，在废两改元以后，为解决世界金本位制崩溃后所造成的金融危机，学者们又提出了以西方货币理论为指导的发行不兑现纸币实施通货管理的现代纸币制度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理论界的积极响应。唐庆永、褚辅成、赵兰坪等人在讨论纸币制度时的共同特点是自觉或不自觉回答了发行要不要准备、是否要十足准备等问题，以及为保证纸币的顺利发行和流通，他们都涉及到通货管理问题。顾翊群、姚庆三、杨荫溥、张素民、谷春帆等人在论述纸币制度时的共同特点是认为纸币制度的实行，既是形势所迫，银或金本位制或过时或不可行，则纸币制度是别无选择的选择，又是发展趋势，因为当时西方不少发达国家均陆续放弃贵金属本位制，改行有管理的纸币制度；他们还论证了我国实行管理纸币制度的可能性、意义以及具体实施细节以及从防止通货膨胀角度论述了管理纸币问题。上述这些学者关于现代纸币制度的讨论对法币政策的实施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3.反通货膨胀的主题。

法币政策实施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评价，人们在对法币的性质、法币政策的作用和意义进行评价的同时，还对法币政策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问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其主流的观点是：认为法币政策是 “实开中国货币制度之新纪元”
，但“此次新币制，既不许兑现，故其本身即非通货膨胀，但已造成通货膨胀之基础条件；今后政府是否以此基础条件为根据而实行通货膨胀，则需视今后事实之表现也。” 11，杨端六表达了同样的担忧：“此次部令对于钞票发行额，未为规定，或由于政府不知人民所需要之纸币数量有以致此，惟望政府能早自限制，慎勿滥发也。”12余捷琼还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他说：“历史上的货币悲剧，无不由于财政膨胀造成，在财政收支根本不能平衡之下，人民的信心，决无回复的可能”， “假如中央银行再和财政打成一片。通货数量随财政亏空的情形而伸缩。则吾人绝不能希望经济有安定的一日。”13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正常的经济发展秩序被打断，整个国家转入战时经济。为了筹措庞大的军费，国民政府在税源锐减、募债困难的情况下，不得不增发纸币。八年间法币发行量从14.1亿元增加到5569亿元，约增加了348倍14，批发物价指数也从17.26增长到1795。可见其通货膨胀是十分严重的。如果说法币政策实施之初，学者们还只是表达了对通货膨胀的担忧，而当通货膨胀确实来临之时，他们则转向通货管理政策的反思和对通货膨胀本质的揭示。杨荫溥、赵兰坪、顾翊群等人提出严格控制纸币发行数量、加强银行的组织管理等反通胀措施。杨培新、薛暮桥等人则对通货膨胀的根源及通货膨胀的掠夺本质进行了揭露。

总之，自法币政策实施后，金融思想的主流则是运用西方金融货币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金融理论来研究反通胀问题。
The three key schools and three key subjec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finance though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Zhu Huaxiong      Li Jun

[Abstract] The finance though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were extremely rich, numerous and disorderly, but its Line of development was clear. From the category, it could be divided into three key schools; there were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financial thoughts, the western financial thoughts and the Marxist financial theory. The three key schools varied in terms of research perspective, research emphasis, research method and understanding level, therefore, the academic statuses and the development tendency of these three key schools were also different. In addition, inspected from the content, the finance thought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had the relative centralism subjects in the different time. Going through the developing process of the finance thoughts in the whole Republic of China, the author thought that they mainly centered on three key subjects: Metal Standard, Paper Money System and Anti-inf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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